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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发展数字经济是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新机遇的战略选择。着眼于企业研发合作
趋势加强的基本事实，从创新链升级与供应链优化双重视角切入，选取中国地级市与上市公司的匹配数

据，考察数字经济发展对企业协同创新的影响效应与作用机制。研究结果显示，数字经济发展对企业协
同创新绩效具有正向影响，且正向效应在国有企业和数字化转型企业中更为突出。机制分析结果表明，
数字经济发展促进企业协同创新绩效提升的路径主要有两条，一是加强跨组织研发协作的广度和深度来

实现创新链升级，二是提高客户集中度和降低供应商集中度来实现供应链优化。运用面板门槛模型回归
的拓展性分析结果表明，创新链视角下企业协同创新绩效与研发合作存在门槛效应，二者互动存在最优

区间。本文研究结论为当前跨组织研发合作与企业创新绩效相关领域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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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提出

创新不仅是企业获取竞争优势的关键所在，更是一国或地区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不竭动力。然而，
技术创新并不能一蹴而就，既要求资金支持必须具备持续性与稳定性，又需要企业拥有开发和整合知识

的能力［1］。对于企业来说，加大研发投入以提升自身技术创新能力是较为传统的方式，而在技术结构日
趋复杂、创新周期逐渐缩短以及新兴技术加速迭代的背景下，单个企业的创新活动面临更高的风险。为
迅速适应外部环境变化，获取更多研发创新所需的知识与技术，企业之间寻求协同创新已然成为生存和

发展的必然选择［2］。与单打独斗式创新方式相比，齐心协力式创新在资源共享、优势互补、知识溢出、
研发成本节约以及研发风险共担等方面均存在突出优势，也能产生更可观的规模经济与协同效应。然而，
企业协同创新在中国的发展仍较为滞后，其中不乏知识产权保护不足、人才流动性差、协调、沟通风
险等制约因素。由此，一个备受关注的问题是: 到底什么因素能够促进企业协同创新呢?
现阶段对企业行为影响因素的探讨无法绕开数字经济这一新型经济形态。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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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革的时代背景下，数字经济不仅凭借虚拟性、高渗透性、外部性等特质，颠覆了制造业研发模式，进
而打破创新链瓶颈并优化供应链效率［3］，同时催生数字化治理、无人经济、产业平台化等新业态，重塑
了产业价值链［4－5］，进而提升了传统产业在全球分工中的地位和竞争力。中国对利用数字经济的优势及创
新效应非常重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明
确提出“打造数字经济新优势和提升企业技术创新能力”。随着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分析数字经济与企
业技术创新的文献呈持续增加趋势，不少研究发现二者具有正向关系［6－7］。然而，现有文献更多强调单个
企业内部创新，关于数字经济发展如何影响不同企业之间协同创新却鲜有涉及，基于创新链和供应链视

角分析二者背后作用机制的文献更是少见。鉴于此，本文尝试回答以下重要问题: 当前数字经济蓬勃发
展是否驱动了企业协同创新? 如何从创新链升级和供应链优化双重视角解释数字经济红利对企业协同创

新的赋能效应? 上述效应是否存在地区或企业层面的异质性特征? 显然，准确评价数字经济发展对企业

协同创新绩效的提升效应及背后作用机理，有助于为完善数字经济布局提供新思路，为企业协同创新绩

效的提升和政策制定提供新参考。
与既有研究相比，本文可能存在以下边际贡献: ( 1) 在研究视角上，不同于现有文献在研究数字经

济与企业创新关系时大多关注理论层面的商业模式、创新模式演化［8－9］或经验层面的数字化转型、创新投
入以及创新效率［10－12］，本文从不同企业间互动的视角入手，尝试分析数字经济发展对企业协同创新的影响

效应，为相关领域提供新证据。( 2) 在研究内容上，一方面，现有文献分析数字经济对企业创新的作用机制
大多从市场结构、创新要素配置、交易成本等角度展开［10，13－14］，本文将在既有理论基础之上，进一步考虑数
字经济的技术扩散和网络外部性等多重溢出效应，强调数字经济发展通过创新链升级和供应链优化赋能企业

协同创新的作用机理。另一方面，使用面板门槛模型深入考察创新链视角下企业协同创新绩效与跨组织研发
协作的非线性关系，回应了现阶段诸多研究结论不尽一致的现象［15－17］。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一) 数字经济发展与企业协同创新

在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一轮技术加持下，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程度持续加深，要素
流动与资源配置呈现突破行业界限与地理空间范围的发展态势，特别是具有协同互动特征的创新体系正

加速形成，随之而来的是协同创新系统价值的快速增长。数字经济所具备的数字化、平台化与智能化特
征是驱动企业协同创新的关键动能。首先，从数字化特点来看，数字经济打破了传统经济时代下的 “信
息孤岛”桎梏，数字化的知识、信息与技术不再受到地理空间阻隔的影响，这不仅形成了便捷且高效的
信息传递和交流渠道，而且扩大了创新资源的空间配置范围［18］，提高了研发创新活动所仰仗的技术流、
人才流、资金流等关键要素的配置效率。在数字化技术及其外部经济性的推动下，创新资源配置的组织
界限、行业壁垒与空间限制逐渐消融，信息传递障碍进一步消除，知识传播力和外溢性增强［14］，跨领域
合作更为普遍，协同式创新成果不断涌现。其次，从平台化特点来看，数字经济衍生出数字化工具和平
台等新型产业组织形态，有效提高了企业协同创新的意愿与效率。一方面，数字化平台的显著优势在于
帮助经济系统实现全产业链条的协同与融合，在此基础上创新主体之间能够搭建研发交流平台和对接机

制，构建协同创新联盟［19］，在降低传统创新模式下资产专用性水平的同时，通过信息共享、协同办公等
途径大幅减少研发创新成本，提高企业协同创新的速度和效率; 另一方面，数字化平台让生产者更容易

识别与把握消费者需求，有利于新产品与新技术的产生，而且扁平化的网络治理结构也能够降低链条中

供应商的层次性，提高信息的交流效率，进而为协同创新的高效运作和可持续发展提供平台支撑。最后，
从智能化特点来看，数字技术作为数字经济创新的核心驱动力，其强大的智能化水平帮助企业在协同创

新中实现精细化管理和定制化服务。通过大数据分析和智能制造等手段，企业可以在全球范围内更加快
速、精准地匹配最为合适的合作伙伴，进而实现网络化协作。在此模式下，创新风险和试错成本的降低
将促进企业智力活动和新知识的产生［20］，为企业发展注入新动力。由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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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 H1 : 数字经济发展推动企业协同创新。
( 二) 创新链视角: 跨组织研发协作的广度和深度

在技术结构日趋复杂的背景下，从创意产生到商业化生产销售的完整创新链往往需要多个创新主体

参与，这对跨越组织界限的研发协作活动所要达到的广度与深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数字化技术与平
台的加持下，具备高渗透性与价值增值性的数字经济将客户、供应商、行业专家、高等院校、公共服务
机构等组织作为一个外部智囊团融入创新系统，进而形成协同创新联盟［19］。在集中各方优势资源的有利
条件下，齐心协力式创新更有可能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瓶颈。需要强调的是，创新活动一般可划分为创意
产生、转化和产品扩散三阶段［21］，本文聚焦于创新活动中期的研发环节，并尝试分析数字经济发展如何
通过深化跨组织研发协作的广度与深度，进而作用于企业协同创新。
人才、信息与技术是企业创新活动的三大关键要素，对于协同创新来说更是如此。一方面，得益于

数字平台对市场需求与供给信息的高效匹配能力，数字经济发展可促进更多创新主体参与到同一或多个

项目的研发，不仅企业开展广泛的合作创新有了人力资源保障，而且创新主体的多元化也为研发活动带

来更多新知识与新技术，进而拓宽创新链上研发协作的广度［18］。另一方面，数字经济下实时交互的数据
流和信息流极大地满足了企业研发创新的需求。与传统创新模式下 “信息孤岛”现象相比，数字经济不
仅促进了信息与技术的自由流动，实现创新资源的高效连接和动态优化，为不同地区企业的信息共享和

交流提供现实可能性，而且通过在线协作工具、云计算、区块链、人工智能等数字化技术与社区网络等
数字化平台，或催生众多关联密切的新兴产业，或实现知识、信息与技术在企业间快速流通，进而实现
了更大范围的创新链协同合作。
在拓宽跨组织研发协作广度的基础上，数字经济在挖掘协同创新深度方面也不容小视，原因在于其

为企业开展深度研发合作提供了更多的机会和手段。在传统经济时代，组织界限与地理空间等多重因素
容易导致企业在寻求研发合作过程中无法找到心仪伙伴，进而使得协同创新难以为继。而在数字经济时
代，企业间研发合作不再局限于传统的人力资源与资金等交易模式，而是借助数字化平台加强数据和信息

的共享与利用，在多维度协作网络中凭借更频繁的合作来实现产品研发、专利合作以及供应链管理等领域的
深度协同。需要强调的是，在创新合作主体进行深度信息分享与交换的过程中，容易出现商业机密与核心技
术泄露等问题，甚至引发合作主导地位衰落的严重后果，而日渐成熟的数字化技术能够有效保护用户的隐私

和安全［22］，这为持续深度合作提供坚实的技术支撑，进而增强协同创新和价值共享。由此，本文提出如下
假设。
假设 H2a : 数字经济通过拓宽创新链上研发合作的广度来促进企业协同创新。
假设 H2b : 数字经济通过挖掘创新链上研发合作的深度来促进企业协同创新。
( 三) 供应链视角: 客户和供应商的集中度

数字技术将传统的线性供应链转变成一体化的生态系统，越来越多供应商和客户涌入其中，进而改

变了供应链上下游的集中度。一般来说，供应链集中度有两个方面，一是上游供应商集中度，二是下游
客户集中度。由于二者在供应链上的位置和扮演的角色有所不同，供应商集中度与客户集中度对企业协
同创新的影响具有异质性。
数字经济发展降低了上游供应商集中度，增强了供应链柔性，进而促进了企业协同创新。在传统

经济模式下，受制于有限的信息搜寻与整合能力，企业只能接触到市场上数量有限的供应商，在讨价

还价上处于被动局面，其生产成本自然水涨船高。而在数字经济时代，数字化平台使得更多供应商参
与到供应链当中，这打破了供应链上合作伙伴间信息不对称的局面，不仅减少了核心供应商价格垄断

现象，而且降低了企业对特定供应商的刚性需求，保障了供应链成员的整体利益，这使得协同创新活

动得以高效开展。与此同时，对于已经形成合作关系的供应商来说，他们在考量共同利益和价值创造
的基础上，将摒弃短期利益导向［23］以加强合作，这进一步降低了供应商集中度，提高了供应链成员协

同竞争优势。数字经济下信息高速流动和动态匹配促进了企业间的互联互通，供需市场有效性得以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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幅度提升，供应链朝着多元化与丰富化的方向发展，企业选择供应商的弹性得以增强［24］。在避免过高
的供应商集中度侵蚀创新资源的情况下，企业能够配置更多的创新资源开展协同创新，进而提升协同

创新绩效。
数字经济发展提高了下游客户集中度，进而促进了企业协同创新活动的开展。在数字技术与数字平

台的加持下，企业更有动力在组织边界内安排各类活动，最大限度提高与客户交易的频率，更愿意与大

客户建立高质量关系，这提高了客户集中度。与此同时，质量、速度和灵活性也是企业及其客户关注的
重点。数字经济为企业与客户提供了有效的沟通平台和便捷的物流［25］，数字技术应用有利于企业提供丰
富的个性化定制服务和提高客户体验，增强客户满意度和忠诚度［26］，使得客户集中度得到进一步提升。
其次，价值创造理论认为，较高的客户集中度具有协同效应，有利于企业进行信息整合和资源共享，进

而巩固客户关系［27］，提高供应链协作效率。在代表性案例中，华为与全球各大电信运营商进行合作，而
运营商的需求和反馈加快了华为在 5G技术、网络安全和云服务等方面的进程，最终体现为二者共同推进
网络基础设施和通信领域的协同创新。例如，2018 年初中国电信为打破传统的订单采购模式，与华为成
立商业联合创新中心，逐步形成合作制度与文化。2021 年，双方进一步签署 “云网核心能力”战略合作
协议，开创“1+1＞2”的协同共创新范式。最后，数字平台和数字技术为企业与客户开展协同创新提供更
低的交易成本、更高的运营质量以及更可靠的交付，进而带来更高的客户黏性和集中度，据此企业将更
有动力与大客户进行协作研发，以保持其集成供应链优势，进而提高了企业协同创新绩效。由此，本文
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 H3a : 数字经济通过降低供应商集中度促进协同创新。
假设 H3b : 数字经济通过提高客户集中度促进协同创新。

三、研究设计

( 一) 计量模型设定

为考察数字经济发展对企业协同创新的影响，本文的计量模型设计如下:

Sgict = β0 + β1 Dect + γ Xct + φ Zit + εict ( 1)
其中，下标 i、c、t分别表示企业、城市、年份; Sg为上市公司合作创新产出，以专利授权总数的对

数表征; De衡量数字经济发展水平; X和 Z分别表示城市和企业层面的控制变量; 系数 β1考察数字经济

对企业协同创新的影响效应。
为进一步检验企业跨组织研发合作和供应链集中度在数字经济与企业协同创新关系中的渠道作用机

制，本文借鉴唐松等 ( 2020) ［28］的做法，构建如下模型:
Mict = α0 + α1 Dect + γ Xct + φ Zit + εict ( 2)

Sgict = θ0 + θ1 Mict + θ2 Dect + γ Xct + φ Zit + εict ( 3)
首先，运用模型 ( 1) 估计数字经济对企业协同创新影响的总效应; 其次，运用模型 ( 2) 分析数字经

济对中介变量 M的影响; 最后，在模型 ( 1) 的基础上进一步引入中介变量 M，即对模型 ( 3) 进行估计。
( 二) 指标构建

1. 被解释变量: 企业协同创新绩效 ( Sg)
专利是刻画创新绩效的常见做法［29－30］。由于许多地方政府以专利申请作为企业创新的衡量标准，可

能出现大量虚假或不合格的专利申请，也就是说，申请数量指标不能实质性地体现企业创新水平，因此

本文采用专利授权量表征企业创新。进一步地，共同拥有的专利是研发联盟的潜在产出，在管理学和组
织管理相关文献中通常将其作为协同创新成果的代表［23，31－34］。此外，也有学者采用世界银行 2012 年对中
国企业调查问卷数据中的协同研发决策和协同研发密度表征企业协同创新［1，35］。该数据为 2011 年的截面
数据，无法适用于本文的上市公司面板数据，但究其本质，该测量思路同样是基于研发这一角度以体现

协同创新。原因在于: 一方面，共同专利申请需要企业在与其他创新主体发挥互补优势以及分担创新风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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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的情况下，充分实现资源共享，促进信息和技术的外溢，而这正是协同创新的体现; 另一方面，由于

协同这一内涵本身难以量化，专利联合申请是现阶段研究协同创新的实证文献中最具代表性的衡量指标。
基于此，本文采用企业与其他实体联合专利授权数来刻画企业协同创新。

2. 核心解释变量: 数字经济发展水平 ( De)
数字经济是以融合为特征的经济，信息技术带来的增产增效和其他行业向数字化转型是数字经济的

主体［36］。已有研究主要从互联网发展规模、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数字基础设施、产业设施等层面测量区
域数字经济发展水平［10，37］，难以全面反映数字经济内涵。基于此，本文将城市层面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
和微观层面的企业数据要素开发及利用相结合，构建企业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指标体系 ( 见表 1) 。
一方面，基于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两个维度构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指标，在考虑数据可得性的

情况下，进一步测算次级指标。由于部分数据 ( 如软件业务出口收入、电子信息制造业工业增加值) 只
统计到省份层面，本文借鉴文磊和李宏兵 ( 2022) ［38］的做法，以城市生产总值占所在省份生产总值的比
重为权重，乘以省份指标进而得到城市层面指标数据。最后，将上述指标进行标准化，并运用熵值法获
得各级指标的权重，得到 282个地级市数字经济发展水平 ( del) 。另一方面，基于企业数字化转型角度从
数字技术应用、大数据技术、云计算技术、区块链技术和人工智能技术五个层面反映企业数据要素开发
及利用情况，参照吴非等 ( 2021) ［39］的研究，本文利用 Python的 Jieba分词功能，对上市公司年报文本中
的每一维度细分指标进行分词，并依据分词结果进行频次统计，对总词频加 1 后取自然对数，最后得到
4 114家上市公司的数据要素开发及利用水平 ( dsl) 。进一步参考唐要家等 ( 2022) ［40］将企业与省份层面
数字经济指数合并的思路，本文通过对 del 和 dsl 进行加权平均得到用于实证分析的数字经济发展
指数①。

表 1 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单位

数字经济

发展水平

数字产业化

产业数字化

通信业

互联网和相关服务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电子信息制造业

农业数字化

工业数字化

数字金融

电子商务

电信业务总量占生产总值的比重 %

移动电话普及率 %

IPv4地址数 个

长途光缆线路长度 公里

信息技术服务收入 亿元

软件业务出口收入 亿美元

工业增加值 亿元

平均用工人数 万人

农村宽带接入用户数占比 %

开通物联网的行政村比重 %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技术改造经费支出 万元

工业企业每百人使用计算机数 台

数字普惠金融 %

电子商务销售额 亿元

有电子商务交易活动的企业比重 %

7

① 具体地，企业所属城市数据从深圳希施玛数据科技有限公司 CSMAＲ中国经济金融研究数据库中上市公司基本信息表获取企业－城市－
年份相应信息，将城市－年份的数字经济水平数据与之匹配，进而将城市层面数据统一到企业层面，最后将企业－年份－城市的 dsl和 del指标进
行加权平均，得到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 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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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续)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单位

企业数据要素

开发及利用

数字技术应用 电子商务、移动互联网、工业互联网、智能家居、智能电网等 次

大数据技术 大数据、数据挖掘、征信、虚拟现实、数据可视化等 次

云计算技术 物联网、云计算、信息物理系统、融合架构、流计算 次

区块链技术 分布式计算、去中心化、数字货币、共识机制、联盟链等 次

人工智能技术 人工智能、智能机器人、人脸识别、自动驾驶、深度学习等 次

注: 企业数据要素开发及利用三级指标细分词条根据出现的频次从大到小排序，在此仅列示前 5条。

3. 中介变量: 跨组织研发合作广度 ( Breadth) 与深度 ( Depth) 、客户 ( Cchain) 和供应商集中度
( Schain)
对于前者，从北京合享智慧科技有限公司 Incopat 专利数据库中获取申请人信息，按申请日期使用年

度专利数据。借鉴开放式创新理论中对企业外部知识搜索广度和深度的定义［15，32］，以及马艳艳等
( 2014) ［16］对企业跨组织研发合作广度和深度的测量，本文采用上市公司专利联合申请的不同申请人总数
来衡量合作广度，采用联合申请专利的平均次数度量合作深度①，即企业在某一年度与不同申请人合作总

频数与总申请人数的比值。客户和供应商集中度分别采用前五大客户销售额和前五大供应商采购额占营
业总收入的比重来衡量。

4. 企业和城市层面的控制变量
为缓解遗漏变量对企业协同创新的估计偏误，基于已有研究［12，32，35］，企业层面的控制变量包括: 企

业规模 ( Size) ，使用资产总计的对数值进行衡量; 企业年龄 ( Age) ，采用当前年份减去企业成立时间进
行刻画; 资本密集度 ( Dzb) ，以总资产与营业收入的比值进行衡量。城市层面的控制变量包括人均地区
生产总值 ( Pgdp) 、非农业人口的比重 ( Fny_ratio) 以及第三产业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 ( Ser) 。
( 三) 数据说明与描述性统计

考虑到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发生在 2010 年以后，本文以 2011—2019 年中国 A 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
象。跨组织研发合作数据来源于 Incopat 专利数据库，数据收集截至 2019 年底; 地级市数据来源于历年
《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企业层面数据来源于 CSMAＲ中国经济金融研究数据库。为了将城市层面数据加总
到企业层面，本文运用 Stata 17. 0中的 merge 命令，依据城市－年份进行多对一匹配，进而得到完整的企
业－城市－年份数据。结合本文研究需要，对数据进行如下筛选: ( 1) 剔除研究期间数据缺失严重的城市、
公司样本 ( 3年及以上数据缺失) ，其余缺失值采用移动平均法进行插值处理; ( 2) 剔除样本中经营状况
出现异常的上市公司 ( 如 ST、PT、SST等) 。此外，为消除极端值影响，本文对所有连续型变量进行上下
1%的缩尾处理。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见表 2。

表 2 描述性统计结果

变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样本量

De 1. 234 1. 334 0 5. 236 2 008

Sg 4. 472 1. 669 0. 693 8. 854 2 024

Breadth 3. 023 5. 349 1 56 2 213

Depth 4. 053 6. 110 0. 75 55. 983 2 213

8

① 考虑到一项专利联合申请人中有多个上市公司的情况，本文将申请人一栏中的若干个申请人分离成多列，进行数据的纵向追加，

使该专利同时属于申请人中的多个上市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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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续)

变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样本量

Cchain 0. 273 0. 189 0. 007 1 2 115

Schain 0. 277 0. 161 0. 010 1 1 689

Size 13. 599 1. 483 10. 003 18. 886 2 209

Age 15. 812 5. 187 2 34 2 213

Dzb 2. 015 1. 204 0. 418 11. 461 2 209

Pgdp 11. 347 0. 537 9. 431 13. 056 2 213

Ser 53. 465 13. 652 21. 320 80. 980 2 213

Fny_ratio 0. 992 0. 014 0. 811 1. 025 2 213

四、数字经济发展对企业协同创新影响的实证检验

( 一) 基准回归结果

表 3报告了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影响企业协同创新绩效的基准估计结果。根据列 ( 1) ，在不加入控制
变量的情况下，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回归系数在 1%水平上显著为正。根据列 ( 2) —列 ( 4) ，在依次加入
控制变量后，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企业协同创新绩效仍然在 1%的显著性水平上产生正向影响，假设 H1得

到验证。可能的原因在于，数字经济所形成的数字化、平台化与智能化特征增强了企业与其他创新主体
的互动，进而提升了企业协同创新绩效。

表 3 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 1) ( 2) ( 3) ( 4)

De 82. 997 ＊＊＊ 53. 685 ＊＊＊ 46. 088 ＊＊＊ 53. 682 ＊＊＊

( 5. 980) ( 11. 278) ( 13. 855) ( 16. 882)

Size 346. 707 ＊＊＊ 347. 171 ＊＊＊ 350. 400 ＊＊＊

( 55. 721) ( 55. 387) ( 56. 715)

Ser －7. 215＊＊ －6. 757* －5. 664

( 3. 563) ( 3. 629) ( 3. 471)

Fny_ratio －2 032. 115＊＊ －1 827. 277*

( 868. 517) ( 944. 524)

Age －6. 880*

( 4. 156)

Dzb －12. 479

( 22. 280)

Pgdp －82. 970

( 52. 626)

Ｒ2 0. 087 0. 552 0. 553 0. 554

样本量 2 010 2 002 2 002 2 002

注: ＊＊＊ 、＊＊、* 分别表示在 1%、5%、10%的水平上显著; 小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所有回归均控制了省份、行业和年份固定效应，且聚

类至城市层面。后表同。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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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稳健性检验

1. 更换解释变量
正如上文所述，数字经济涉及数字技术、数字化转型等层面，本文采用上市公司数字化转型指数 ( dt_

index) 和数字创新论文数量 ( dt_article) 来重新衡量企业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以期得出更为稳健的结论，
具体结果见表 4。在更换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测量指标后，无论是否加入控制变量，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
回归系数始终显著为正，表明了基准回归的稳健性。

表 4 更换解释变量的回归结果

变量
数字化转型指数 数字创新论文数量

( 1) ( 2) ( 3) ( 4)

dt_index 13. 925 ＊＊＊ 12. 915 ＊＊＊

( 1. 677) ( 4. 028)

dt_article 691. 204 ＊＊＊ 188. 092 ＊＊＊

( 58. 815) ( 58. 951)

控制变量 未控制 控制 未控制 控制

Ｒ2 0. 035 0. 585 0. 096 0. 640

样本量 1 854 1 848 1 299 1 296

2. 内生性问题
创新活动受众多因素影响，模型可能由于缺失重要解释变量而导致内生性偏误。本文借鉴黄群慧等

( 2019) ［10］的做法，采用 1984年城市邮局数量 ( post) 和 2000—2008 年城市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数 ( ibc)
作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工具变量。一方面，数字经济以传统通信技术为基础，邮局数量分布和互联网
宽带用户活跃数显然会影响地区数字经济发展程度，满足相关性要求; 另一方面，邮局核心业务是为公

众提供基础通信服务，其与早期的互联网宽带接入并不直接作用于企业协同创新，满足排他性要求。由
于本文的研究样本为面板数据，而 1984年城市邮局数量为截面数据，本文采用地区移动电话普及率与之
交互项 ( mobpost) 作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工具变量。表 5 列 ( 1) 和列 ( 2) 报告了工具变量回归结
果，Kleibergen-Paaprk LM统计量均拒绝了工具变量不可识别的原假设，且通过了 1%水平的显著性检验;
Kleibergen-Paaprk Wald F统计量在 15%水平的 Stock-Yogo弱识别检验中均大于 8. 96 的阈值，拒绝了弱工
具变量的原假设，故本文所选取的工具变量是较为合理的。在使用工具变量估计后，数字经济发展水平
的回归系数仍显著为正，基准回归结论依然成立。

3. 制造业样本的检验
现阶段制造业转型升级速度快、规模大，相关产业蓬勃发展，对经济增长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根

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 ( 2012 年修订) ，研究样本中直接反映数字经济的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样本 ( 门类为Ⅰ) 较少，而在实施创新驱动的大环境下，制造业的创
新行为更具现实意义，且单行业样本有利于削弱行业间差异对样本估计效应的影响，本文选择门类为 C
的制造业样本进行稳健性检验，结果见表 5 列 ( 3) 。稳健性检验结果显示，数字经济发展依然对企业协
同创新具有正向影响。值得注意的是，在仅保留制造业企业样本时，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回归系数值有
所下降 ( 由全样本下的 53. 682降为 43. 842) ，原因可能是未包含数字化程度较高的信息通信、软件等产
业，该结果与王可和李连燕 ( 2018) 以制造业为样本，强调互联网有效地促进了制造业创新成果产出［41］

的结论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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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内生性处理及制造业样本回归结果

变量
工具变量

mobpost ibc
制造业样本

De 448. 754 ＊＊＊ 682. 773＊＊ 61. 687 ＊＊＊ 43. 842 ＊＊＊

( 133. 606) ( 293. 425) ( 6. 141) ( 13. 486)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未控制 控制

Kleibergen-Paap rk LM 36. 793 ＊＊＊ 12. 613 ＊＊＊

Kleibergen-Paap rk Wald F 76. 120 12. 594

［8. 96］ ［8. 96］

Ｒ2 0. 244 1 0. 424 7 0. 508 0. 463

样本量 1 191 1 183 1 612 1 612

注: 中括号内数值为 Stock-Yogo弱识别检验在 15%水平下的临界值。

( 三) 异质性分析

1. 是否为数字经济上市公司异质性分析
本文根据 CSMAＲ数字经济数据库对数字经济上市公司的收录情况，识别数字经济企业与非数字经济

企业，据此进一步考察数字经济发展对企业协同创新赋能效应的异质性特征。根据表 6 列 ( 1) —列 ( 3) ，
数字经济对数字类型上市公司产生了促进作用，而对非数字经济上市公司无明显影响。为考察两组样本
的差异，本文引入数字企业虚拟变量 ( 记为 Slc，数字经济上市公司为 1，否为 0) 及其与数字经济发展水
平的交互项。交互项系数在 5%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进一步的组间系数差异检验结果验证了以下结论: 数
字经济发展对企业协同创新的促进作用在数字经济企业中强于非数字企业。原因可能是，尽管数字经济
有效赋能企业协同创新活动，但需以企业自身的劳动、技术、资本等要素为前提［42］。与非数字企业相比，
数字经济公司技术水平较高，能够抓住数字经济发展新契机，善于利用外部信息环境和技术基础设施，

实现锦上添花，为企业协同创新提供不竭动力。同时应认识到，上市公司之间对数字经济的利用还存在
一定程度的“数字鸿沟”，需进一步强化和落实数字经济的普惠效应。

2. 产权性质异质性分析
数字经济带来的知识溢出增值在不同类型的公司可能具有差异性。在中国情境下，数字经济的赋能

效应在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又具有怎样的异质性? 根据表 6 列 ( 4) —列 ( 6) ，与以往研究［43］认为国有
企业进行互联网化对创新无推动作用不同的是，数字经济发展提升了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的协同创新

绩效，其中对前者的驱动作用更强。进一步地，考察产权性质虚拟变量 ( 记为 Property，国有企业为 1，
否为 0) 与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交互项，可以发现，数字经济发展对国有企业协同创新具有更强的影响效
应。原因可能在于，在数字经济逐步成为国家重要发展导向的形势下，国有企业能够更好地契合国家战
略，凭借其在资源和市场领域的优势地位，持续提升协同创新水平，而非国有企业所拥有的创新资源往

往难以满足数字经济转型所需的长周期、高成本投入，对创新风险的承受能力也较弱。
3. 城市等级异质性分析
当前中国地级及以上城市按行政等级包括直辖市、副省级城市、非副省级省会城市和普通地级市。

资金、优惠政策等要素资源一般从上级到下级城市依次分配，即城市级别越高，其能够得到更多的财政
资金投入以及吸引更多的优秀人才，这有利于优化本地区的创新环境［44］。鉴于此，本文引入城市级别虚
拟变量 ( 记为 Level，普通地级市以上的高等级城市为 1，否为 0) 及其与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交互项。根
据表 6列 ( 7) —列 ( 9) ，数字经济发展促进了位于不同等级城市的企业协同创新。同时，交互项的回归
系数为负且不显著，这说明数字经济对企业协同创新的驱动作用不存在城市等级差异。原因可能在于，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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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高等级城市凭借级别优势，形成了多样化创新资源的集聚优势，与数字经济对创新的溢出效应

存在较大重叠，导致数字经济的边际效应有限; 另一方面，针对中西部地区不同类型及发展程度的城市

群，国家因地制宜地实施了一系列差异化扶持政策，普通地级市在财政、投资等层面获得了政策支持，
创新要素配置更加完善，这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普通地级市在创新发展上的等级劣势，缩小了数字经济

对企业创新溢出效应在城市等级上的异质性。

表 6 异质性检验结果

变量
是否为数字经济企业 产权性质 城市等级

数字经济 非数字经济 交互项 国有 非国有 交互项 高等级城市 普通地级市 交互项

De 98. 363 ＊＊＊ 10. 014 45. 975 ＊＊＊ 127. 034 ＊＊＊ 19. 207* 48. 373 ＊＊＊ 80. 859 ＊＊＊ 29. 420* 90. 705 ＊＊＊

( 33. 996) ( 6. 726) ( 15. 243) ( 28. 087) ( 11. 002) ( 13. 119) ( 23. 888) ( 17. 403) ( 24. 463)

De×Slc 49. 176＊＊

( 21. 240)

De×Property 47. 085 ＊＊＊

( 15. 240)

De×Level －25. 939

( 17. 957)

组间系数差异检验 －88. 349 ＊＊＊ －107. 826 ＊＊＊ －51. 439 ＊＊＊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Ｒ2 0. 465 0. 114 0. 410 0. 451 0. 271 0. 411 0. 448 0. 163 0. 402

样本量 838 1 172 2 010 967 1 043 2 010 1 218 792 2 010

注: 组间系数差异检验报告 P值，采用费舍尔组合检验 ( 抽样 1 000次) 计算得到。

五、基于创新链和供应链视角的作用机制探讨

( 一) 创新链视角: 跨组织研发合作

表 7报告了创新链视角下渠道作用机制的检验结果。为便于比较，本文将表 3 列 ( 4) 即数字经济发
展影响企业协同创新的总效应列为表 7最后一列。表 7结果显示，数字经济发展正向影响企业参与外部组
织的研发合作，其中对合作深度的影响更为明显。在此基础上，将二者同时纳入回归模型，跨组织研发
合作 ( 广度及深度) 和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回归系数均显著。值得注意的是，在加入了中介变量后，数
字经济发展水平的回归系数有所降低，一是在研发合作广度的机制路径中由 53. 682 ( 总效应) 下降到
35. 167 ( 直接效应) ，二是在研发合作深度作用路径中下降到 35. 545 ( 直接效应) 。这表明研发合作广度
和深度是数字经济发展提升企业协同创新的重要作用路径。
( 二) 供应链视角: 客户和供应商集中度

表 8报告了供应链视角下渠道作用机制的检验结果。同样为便于比较，本文将表 3列 ( 4) 即数字经济
发展影响企业协同创新的总效应列为表 8最后一列。表 8结果显示，数字经济发展提高了客户集中度，但是
降低了供应商集中度，回归系数均通过显著性检验。在纳入供应链集中度变量后，数字经济发展的回归系数
均有所减小。这表明数字经济发展不仅在供应链上游促进了企业间信息的高效流动，降低了供应商集中度，
而且在下游加强了与大客户保持紧密联系，为企业更精确快速地捕捉市场需求，提高非正规融资能力提供平

台支撑，由此增强了供应链柔性。也就是说，数字经济通过提高客户集中度、降低供应商集中度来提升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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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同创新。该结论也证实了分别探讨客户和供应商集中度在数字经济与企业协同创新中的渠道作用机制的必
要性，区别于以往研究笼统考察供应链集中度在企业创新中的作用机理［45］。

表 7 渠道作用机制检验结果Ⅰ

变量
中介作用

Breadth Sg Depth Sg
主效应

De 0. 189* 35. 167＊＊ 0. 238＊＊ 35. 545＊＊ 53. 682 ＊＊＊

( 0. 113) ( 17. 610) ( 0. 120) ( 14. 511) ( 16. 882)

Breadth 48. 358 ＊＊＊

( 10. 243)

Depth 29. 437*

( 17. 140)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Ｒ2 0. 222 0. 488 0. 062 0. 457 0. 554

样本量 2 195 2 010 2 195 2 010 2 002

表 8 渠道作用机制检验结果Ⅱ

变量
中介作用

Cchain Sg Schain Sg
主效应

De 0. 191 ＊＊＊ 33. 174＊＊ －0. 284* 20. 419＊＊ 53. 682 ＊＊＊

( 0. 071) ( 15. 481) ( 0. 147) ( 10. 159) ( 16. 882)

Cchain 0. 027＊＊

( 0. 012)

Schain －0. 041＊＊

( 0. 019)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Ｒ2 0. 356 0. 543 0. 421 0. 537 0. 554

样本量 2 102 1 929 1 675 1 511 2 002

六、跨组织研发合作与企业协同创新的进一步讨论

激烈的市场竞争增加了技术复杂性并加快了技术迭代速度，单个企业拥有的知识、技术等创新资源
难以满足创新活动的全部需求，而跨界协作通过改变组织边界功能和形态，实现了组织内部的高效沟通

和外部资源的有效整合［2］。何郁冰和伍静 ( 2020) 基于技术协同创新模式角度，认为技术交易和技术联
盟通过共享知识、拓展知识网络、促进隐性知识跨界流通等方面提升了合作企业的创新绩效［46］。但王等
人 ( Wang et al.，2012) 认为，由于交易成本及搜索成本的存在，企业跨组织合作可能对创新绩效产生负
效应，甚至过度的开放会引起其内部知识的泄露［47］。
关于跨组织研发合作广度和深度与企业创新的关系，既有文献未能达成一致结论。卡蒂拉和阿胡贾

( Katila ＆ Ahuja，2002) 运用专利引用信息计算搜寻广度和搜寻深度，发现前者正向促进企业创新绩效，
企业创新绩效与后者则呈现倒 U型关系［48］。劳尔森和索尔特 ( Laursen ＆ Salter，2006) 基于英国创新调
查数据的研究表明，企业创新绩效与外部搜寻的广度和深度均呈现倒 U 型关系［15］。马艳艳等 ( 2014) 结
合中国工业企业和专利数据研究发现，企业创新绩效与研发合作广度具有倒 U 型关系，而与研发合作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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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则表现为 U型关系［16］。佛洛尔等 ( Flor et al.，2018) 认为，外部搜索的广度和深度均对高技术企业突
破性创新无影响［17］。综上，已有研究虽然未能形成一致结论，但是普遍认为合作广度和深度对企业创新
绩效的影响为非线性关系。本文借鉴汉森 ( Hansen，1999) ［49］提出的非线性面板门槛模型，试图回应当前
研究结论不一致的现象。单一面板门槛模型见模型 ( 4) ，双门槛模型以此类推。

Sgit = μ + β'1xitI( qit ≤ γ) + β'2xitI( qit ＞ γ) + eit ( 4)
其中，I ( ·) 为指标函数，qit为门槛变量，γ 为门槛值。由门槛回归模型的原理可知，门槛变量既

可以选择模型中的解释变量，也可是其他独立变量，具体估计结果见表 9和图 1。

表 9 研发合作程度对企业协同创新绩效的门槛效应检验及回归结果①

自变量
门限效应检验 门槛回归结果

门槛个数 门槛值 F P 变量 回归系数

合作广度 单门槛 30 5. 659 0. 058 区间 1 ( Breadth≤30) 35. 860 ＊＊＊

双门槛 45 11. 753 0. 016 区间 2 ( 30＜Breadth≤45) 23. 236 ＊＊＊

三门槛 区间 3 ( 45＜Breadth) －1. 038

合作深度 单门槛 1. 333 5. 295 0. 042 区间 1 ( Depth≤1. 333) 27. 192*

双门槛 16. 241 4. 603 0. 086 区间 2 ( 1. 333＜Depth≤16. 241) 21. 294＊＊

三门槛 区间 3 ( 16. 241＜Depth) 39. 553

注: 门槛效应检验中，采用自助 ( Bootstrap) 法反复抽样 500次得到 P值。

图 1 跨组织研发合作与企业协同创新关系的各重门槛值估计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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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由于面板门槛模型要求数据结构为平衡面板数据，在此采用 2015—2019年企业－年份层面的数据，并删除变量中含有缺失值的样
本，最终 432个样本进入回归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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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9可知，当合作广度为门槛变量时，F统计量拒绝存在三门槛的假设 ( P＞0. 1) ，且在 5%的水平
上拒绝不存在门槛效应的原假设，因此，双门槛模型对合作广度与企业协同创新关系具有较好的拟合效

果。从门槛数值来看，研发合作广度门槛值分别为 30和 45。这说明当企业在一个自然年度内与不同数量
的创新主体进行专利联合申请时，合作主体个数对企业协同创新确实存在异质性影响。当合作深度为门
槛变量，单门槛和双门槛模型均通过显著性检验，门槛值分别为 1. 333、16. 241。此外，结合图 1 各门槛
值估计结果，双门槛模型能够较好地拟合研发合作广度和深度与企业协同创新的关系。
根据表 8，当门槛变量为 Breadth时，不同的 Breadth取值对企业协同创新的影响有较大差异。当企业

与外部创新主体的合作数量偏少时 ( Breadth≤30) ，Breadth 的回归系数为 35. 860; 当合作数量增加时
( 30＜Breadth≤45) ，回归系数降为 23. 236; 随着合作单位数量的增加，回归系数变为－1. 038; 前两个区
间的系数在 1%的水平下显著为正，而在区间 3 中，虽未通过显著性检验，但其系数为负。这表明，随着
企业与外部合作主体数量的增加，其对创新的正向影响效应下降，当越过门槛值 45 时，对企业协同创新
产生负向影响，假设 H3a得证。产生该现象的原因可能在于: ( 1) 当不同创新主体参与合作时，企业可通
过共享、匹配和学习效应，以低成本搜索创新所需的知识、技术等资源以及获取知识溢出; ( 2) 随着合
作单位的增加，企业同其他参与主体间的沟通成本、交易成本等逐渐上升，导致合作伙伴数量过多反而
对企业协同创新产出具有抑制作用［16］。
类似地，当门槛变量为 Depth时，随着合作深度逐步增加 ( 由 1. 333 到 16. 241) ，其对协同创新的促

进作用愈加明显; 而当合作深度达到门槛值 16. 241 后，其对企业协同创新的推动作用在统计上不显著，
假设 H3b得证。原因可能在于，当企业与外部主体进行更加密切的合作时，不仅面临着更高的核心技术与
商业机密泄露的风险，而且企业间的重复合作会限制企业获取外部知识，抑制该阶段创新产出［50］，进而

削弱数字经济发展对企业协同创新的溢出效应。总的来看，长期持久的网络互动仍然能够增进联盟成员
间的信任，缩短社会距离，进而促进协同创新的达成。

七、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数字经济是中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新兴动力［37，51］。在此背景下，企业单体内部的创新已无法满
足创新活动对技术、知识等资源的需求，跨组织协同已成为新常态。本文借助 A 股上市公司 2011—2019
年企业－城市－年份的非平衡面板数据，在构建企业数字经济发展指数基础上，从创新链和供应链视角，
实证分析数字经济影响企业协同创新的赋能效应及传导机制。研究结果显示: ( 1) 数字经济发展提升了
企业协同创新绩效，该结论在更换解释变量刻画指标、考虑内生性问题、保留制造业样本等一系列稳健
性检验后，仍保持不变。 ( 2) 数字经济发展在数字类型企业和国有企业中对企业协同创新的带动作用更
强，在城市行政等级上无差异。 ( 3) 数字经济发展通过增强研发合作的广度和深度、提高客户集中度和
降低供应商集中度间接驱动企业协同创新，但间接效应弱于直接效应。 ( 4) 研发合作的广度和深度均与
协同创新产出呈现动态演化关系，具体表现为: 当企业在某一年度的合作单位数由 30增加至 45时，数字
经济发展的创新溢出效应减小，而当数量大于 45时，表现为负向影响，即合作单位的数量超过一定阈值
时，会抑制企业协同创新产出; 随着合作的深入，其对企业协同创新的促进作用不断凸显; 平均合作次

数大于 16. 241时，伴随着机会主义、核心技术泄露等风险，深入合作对企业协同创新的推动作用变得不
明显。
基于以上研究结论，本文提出四点政策建议: 第一，大力发展数字化基础产业，形成数字化产业集

群。重点加强对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数字化核心技术领域的研发投入力度，在补齐数
字化基础设施短板的基础上，培育新型数字化产业集群，依托数字化资源与跨界融合机制，最大限度破

除创新资源配置的组织界限、行业壁垒与空间限制，提升协同式创新水平。第二，推进产业数字化以及
数字化平台建设。不仅要利用数字技术对传统产业生产方式进行数字化变革，以数字经济新业态、新模
式打通上下游的业务流与数据流，提升全产业链的资源协同与集成应用能力，而且要搭建跨领域的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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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化平台体系，充分利用知识图谱、扁平化网络治理结构等平台优势促进跨行业创新资源流动，降低
信息共享与协同办公等研发成本，为企业协同创新提速增效。第三，企业应重视地区数字经济发展与自
身数字化转型对协同创新的强大促进作用。一方面，要充分利用数字技术与数字化平台，突破组织界限
和地理空间的约束，与更多不同背景的企业实现信息、知识与技术的快速交流，进而在创新链上达到协
作广度与协同深度的双重提升; 另一方面，借助数字经济的信息流通与动态匹配机制推动供应链协同机

制建设，不仅要与上游供应商建立供需匹配与供应质量双重优化的稳定合作伙伴关系，而且要利用数字

技术与平台准确追踪和深挖下游客户需求，进而促进上下游企业开展技术共享、研发创新等协同式活动。
第四，企业应遵循跨组织研发合作的广度和深度与协同创新的动态演化规律，保持适度规模的合作伙伴

数量及合作频次，抓住协同创新的契机，形成一个不断动态发展、呈螺旋式上升的内外部良好循环的协
同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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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gital Economy Development and Enterprise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Innovation Chain Upgrading and

Supply Chain Optimization
WU Jing1，JI Xiangyu2

( 1. Jinan University，Guangzhou 510632;
2.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Finance，Guangzhou 510521)

Abstract: Digital economy is a new driving force for China＇s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basic facts of the strengthening trend of enterprises＇ Ｒ＆D cooperation，from the dual perspectives of
innovation chain upgrading and supply chain optimization，and uses the matching data of China＇s prefecture-level
cities and listed companies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 and mechanism of digital economy development on enterprises＇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The results are as follows． ( 1) The digital economy has a significantly positive effect on collaborative innova-
tion performance of enterprises，which is particularly significant in digital economy companies and state-owned en-
terprises． ( 2) The mechanism test shows that the digital economy improves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performance of
enterprises through two ways: one is to strengthen the breadth and depth of cross-organizational Ｒ＆D collaboration
to realize the upgrading of innovation chain; the other is to improve the concentration of customers and reduce the
concentration of suppliers to realize the optimization of supply chain． ( 3)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novation chain，
the expansion analysis results based on panel threshold regression show that there is a significant threshold effect be-
tween the breadth and depth of Ｒ＆D cooperation and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performance of enterprises，and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two exists an optimal interval．

This paper makes contributions in the following two aspects． ( 1) This paper，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terac-
tion between different enterprises，tries to analyze the inherent mechanism and impact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digital economy on the coordinated innovation of enterprises，so as to provide new evidence for related fields． ( 2)
In terms of research content，on one hand，based on the existing theoretical basis，this paper further considers the
multiple spillover effects of digital economy，such as technology diffusion and network externalities，and emphasize
the mechanism of enabling enterprises to collaborate on innovation through innovation chain upgrading and supply
chain optimization． On the other hand，the panel threshold model is used to investigate the nonlinear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breadth and depth of cross-organization Ｒ＆D collaboration and enterprise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novation chain，responding to the phenomenon of inconsistent research conclusions at present．
At the same time，the conclusions of this article provide practical guidance for enterprises to effectively carry out
Ｒ＆D cooperation under the digital economy，and provide policy implications for the government to formulate appro-
priate digital economy development strategy．

Keywords: digital economy;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innovation chain; supply chain; cross-organizational
Ｒ＆D collaboration; innovation perform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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